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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互联网+慈善”到“慈善×互联网”

杨方方

制度与认知的宏观约束

在合作募捐的程序走向严苛、互联网募捐形势趋于下行的宏观背

景下，慈善组织要注意哪些问题？为什么要转变募捐理念，从依赖互

联网和被其规制，到运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？

“认知”本身就是慈善募捐中的一个底层资源要素：

制度设计的质量取决于法规制定者的认知，决定了这一项事业发

展的上限。监管者的认知决定了制度从静态变换成动态中，履行效果

如何。整个制度的实践效果就等于“制度设计的质量”×“充分履行

的程度”。

如果设计得不好，监管者履行制度越深，效果会走向反面。

法规建设要处理慈善事业发展方面的一些悖论，要智慧地在矛盾

的两面取得平衡，才可以支撑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，这些悖论包括：

慈善事业运作既要规范性，也要灵活性；

政府对慈善的支持和干预，培育和监管要取得适度的平衡；

法规是完全地适应现代的公众认知和现代慈善的行为特点，还是

在适应的基础上进行引领？这也需要智慧。

当下的法规在处理悖论上还是有局限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在募

捐方面，公募权的分配和整个互联网慈善治理体系有待继续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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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向这些宏观的约束条件，慈善组织的认知水平决定了其积极性

地适应变化、发展性地塑造良好生态的能力，即在宏大背景下发现可

能的机会和潜能，有的放矢、通向既定目标。

这需要判断好当前的互联网募捐形势，更好地理解行业。一些认

知与实践是失衡的，比如，很多人认为法律倡导的“慈善”范畴是“大

慈善”，但慈善事业在实践上又小得连最弱势群体的救助都满足不了。

公众的认知表现在对现代慈善事业的理想图景的描绘上，对慈善

实践的判断上。公众的认知程度一直是非常低的。暑期我们学院做了

一个公众调研，发现大部分人对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、互联网募捐

服务平台的功能都区分不清，更不要提对互联网慈善的运行模式、治

理体系的了解了。慈善组织在舆情危机下“一荣很难俱荣，一损一定

俱损”的现象也说明公众对慈善行业的复杂性认知还不够，甚至对慈

善行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未达成共识。

整个慈善生态，仍存在很多不健康的地方，我们没有形成一个“慈

善认知—慈善制度—慈善实践—慈善文化”的良性循环。在后真相时

代，这么一个靠情绪引领的时代，各界的认知非常割裂，慈善信用的

危机已经加剧，说公信力危机并不过分，成因我认为有这四个方面：

点：舆情事件频发，又没有解释清楚每一个事件。慈善组织没有

将事件转变为成长的契机，体现了低韧性。

线：慈善行业的基础设施是低配置的，有着系统性的缺陷。关于

资源分配的路标和指向流信息永远是不对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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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：慈善发展模式和资源筹集方式有倒退的迹象。十几年前，陈

光标高调炫富，看望贫困户时摆现金墙，但现在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

台把求助者推向前台，像卖惨超市一样，有异于文明的走向。

体：整体表现为慈善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狭隘性。

数字技术应用与慈善事业现代化的偏差与背离

《慈善法》实施后，慈善组织借助数字技术去开展网络募捐是开

阔的，还是被束缚？这几年，“互联网+慈善”要远远大于“慈善+

互联网”，即以互联网的需求和套路来开展慈善活动，大众依靠个人

救助平台和互联网募捐平台来捐赠，出现了一系列悖论：

“看得见的偏差”如：慈善捐赠窄化为以捐赠数字规模为最高指

标，重收不重支，重量不重质；低水平地运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，资

源配置效率低。

“看不见的背离”如：有各种算法局限、算法陷阱，数字技术并

没有让信息对称处于更好的局面，最弱的群体可能是大数据的盲区；

筹款方式在倒退与异化，个人求助和“卖惨”被推上前台；算法推送

下，我们的同情心被麻痹，对陌生人越来越冷漠！

树立“大募捐”理念，提高慈善与互联网的融合度

互联网慈善是以“连接”为指向的数字化慈善，通过数字化技术

不断地推进连接公众和捐赠者。互联网是技术强者，慈善组织是价值

强者，但双方在过去这几年的合作力度是不够的。怎么样实现技术和

价值的相互的融合，优势互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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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互联网募捐平台，一个重点是打破信息数据的分享壁垒，提

高平台上的慈善浓度，让慈善组织在募捐平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做

到真正的价值引领。当前，慈善组织没有从平台处获得捐赠人的信息，

对提供后续服务、优化慈善项目设计都是不利的。

对于慈善组织自身，应减少对互联网募捐平台的依赖，而加强自

身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，既促进分配，也促成连接。

在促进分配上，表现为提高资源传递的效率，丰富传递的内容，

系统地提高分配效用，来增加与公众、受益人、捐赠人的连接密度与

深度。募捐中的大量行政操作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去提效，节省更多的

资源和精力用在创造性的活动上。AI的到来也可以支撑内容更丰富，

例如自闭症孩子需要重复不断的内容，那 AI就有相应优势。

在促进连接上，有很多具体的能力与方法。例如提高设计能力来

搭建更多的慈善场景；提高传播能力来固网搭桥；提高共情能力，在

小小的活动中，设计峰值体验来直抵人心，建立深度的情感连接。

开阔地理解“募捐”和“互联网慈善”，处理好自身的独立自主

和与社会共生的关系是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课题。我们既要适应公众

端的认知，又要发挥慈善组织在价值观上的先进性，适当引领文化发

展。

把加强公众沟通、促进信任贯穿始终

募捐虽然只是一个重要的环节，但组织运作的全流程都与募捐相

关。

我这样做能不能得到社会认可？保持开阔，积极与社会互动的意

识要贯穿组织运作始终。要注意打磨公众沟通技巧与传播能力，运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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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媒体、音视频等等丰富的媒介渠道来多视角地展示自己和慈善项目

的运行过程，全方位地与公众接触。

运用数字技术时注意“三感”：

时间感：慈善的各个环节都要“效率”吗？这个时间感我们要把

握好，有些快，有些慢，接受一些弱势群体，认知从低维度转变到高

维度是需要时间的，耐心地持续供给服务。

空间感：场景设计非常重要，互联网带来的空间蔓延让人心动，

但也要注意隐私的保护和边界感。

还原感：在不同情境中，面对不同弱势群体的需求，不一定要完

全地还原现实，比如在募捐环节，有没有必要让求助者在前台去演绎

贫穷和弱势？还原到多少程度是更文明呢？这要谨慎考虑。

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，我们要把公众的质疑当成常态。质疑是机

会。是我们提高和学成长的一个契机。公众是合作者而非对手，倾听

他们的声音，让他们参与到整个决策过程中来。

AI 技术与慈善的结合

作为最新的数字技术，AI与慈善的结合，一方面为慈善的 AI化，

即 AI 作为一种手段，被慈善组织和慈善主体相融合。

另一方面，AI 本身也可以“慈善化”，AI 技术本身和相关主体

也可以有价值取向，直接服务弱势群体的需求，例如数字、互联网教

育和 AI教育的交叉等等。

但同互联网慈善的悖论相似，AI 与慈善结合时，也要注重促进

人与人之间的连接。需注意慈善伦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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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技术层面，注意“接入鸿沟”：不同的弱势群体对技术的感知

度不同。新技术的普及中，越精英的人士越能充分驾驭、充分享受，

技术的快速发展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公平。AI 技术本身要注意有接口

让弱势群体来接入使用。

在观念层面，注意“使用鸿沟”：即使接触、接入到了这项技术，

慈善组织和弱势群体能不能恰当地使用？

在影响力层面，注意“参与鸿沟”：慈善组织和弱势群体能不能

表达意见？我们仍然需要提高技术驾驭能力和公众传播能力。

互联网技术提供了人际连接的通途，但是现实世界中更加友好、

友爱，更紧密、深度的互动才是目的。无论技术多强大，起决定作用

的都是人，是我们对技术的认知水平和驾驭能力决定了互联网慈善的

发展程度。

面对认知上的不一致和可能越来越严峻的募捐形势，保持开放和

进取，辩证地去理解压力和挑战是我们的任务。劳伦斯·萨斯坎德和

帕特里克·菲尔德在《如何应对愤怒的公众？》提醒我们，会质疑的

公众、会愤怒的公众，是值得珍惜的，说明他们有判断、有目标、有

关注、有热情，所以珍惜愤怒，不要让愤怒演变为麻木。

慈善组织的募捐能力不仅仅是要慈善组织自身努力，也需要我们

携手改善整个慈善生态，从点到线到面到体再到系统的支持和优化，

给予慈善组织应有的支持。

（本文整理自 9月 12 日举办的“募捐新规将带来哪些影响？”线上沙龙发

言内容，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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